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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冷战后中美关系的定位一波三折，甚至大起大落。双方既达成

过“共同致力于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共识，也险些从“战略伙

伴”蜕变为“战略竞争者”。中美关系定位之所以不够稳定，与双方在认知

和战略上的差异密切相关，同时也受到两国关系中其他结构性因素的影响。

中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尝试虽然没有成功，但对如今两国构建新型大国关

系仍具有启示作用。首先，不能对复杂的中美关系作简单的“标签化”定位。

其次，要重视两国在相互认知上的差异，做到知己知彼。再次，要运用底线

思维，力争中美关系的主导权，做到有备无患。总之，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

系不会一帆风顺，我们要从冷战后中美关系定位演变中汲取经验教训，避免

重蹈上世纪末中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覆辙，力争使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成为

未来中美关系的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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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2014 年 11 月 12 日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奥巴马

时强调：“经过 35 年发展，中美关系已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对当前复杂

多变的国际形势，中美应该合作，能够合作的领域更加广阔。中方愿同美方

一道，承前启后、开创未来，把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原则

落到实处，使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更多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各国人民。”① 

围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个命题，国内外学术界的研究方兴未艾。

根据一项文献研究，截至 2014 年 6 月，探讨相关主题的中文文献多达 137 篇

（部），外文文献 21 篇（部）。国内外学者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特

点、必要性、可行性、障碍因素、实现路径和未来前景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

研究，但也存在理论供给不足、分析层次单一、研究方法传统、研究领域有

限等问题。② 

作为定位中美关系的新框架，“新型大国关系”虽然是一个不久前才提

出的概念，但“准确地说，中美两国自建交以来就一直在摸索构建一种新型

大国关系，这一探索已历经了 30 多年而未止”。③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也指出：

“中美关系发展史本身就是一部不断顺应时势、不断调整创新、不断开创未

来的历史”。④ 细读这部历史，既有经验，也有教训，特别是冷战结束后，

中美关系的定位震荡起伏，甚至大起大落，十分发人深省。本文正是从这一

角度出发考察冷战后中美关系的发展史，并试图为当前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

系提供参考。 

本文旨在回答以下三个问题：冷战后中美关系的定位经历了怎样的演变

过程？为什么中美关系的定位不够稳定，特别是上世纪末中美建立战略伙伴

关系的尝试为什么没有取得成功？如今中美建构新型大国关系应该从中得到

什么启示？ 

 

① 《习近平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会谈》，中国外交部网站，2014 年 11 月 12 日，http:// 
www.fmprc.gov.cn/mfa_chn/zyxw_602251/t1209988.shtml。 
② 详见张新平、杨荣国：《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研究述评》，载《现代国际关系》2014 年第

7 期。 
③ 苏长和：《比“异”齐飞？——对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认识与思考》，载《国际展

望》2014 年第 1 期，第 27 页。 
④ 王毅：《继往开来，努力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国外交部网站，2014 年 1 月 1 日，

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yxw_602251/t111370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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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冷战后中美关系定位的演变 

 

在亚历山大·温特的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家间至少存在三种关

系形态，分别对应三种无政府文化：敌人（霍布斯文化）、对手（洛克文化）

和朋友（康德文化）。① 在现实的国际关系中，国家间关系可以进一步定位

为敌人、对手（竞争者）、伙伴、盟友、非敌非友等多种形态，并以不同的

方式加以具体表述。国家间关系的定位不仅体现了双边关系的总体性质，而

且为这种关系塑造了一个框架，规定了它的主要内容和发展方向。 

在中美建交之后到冷战结束之前，两国在共同应对苏联威胁的基础上构

建了某种程度上的“准盟友”关系。② 随着冷战走向终结，两国在一段时期

内迟迟找不到新的稳定的关系定位。中美是敌人、朋友、非敌非友还是亦敌

亦友？从老布什政府到克林顿政府的第一任期，美国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答

案。由此导致的一个后果是：“美国在对华政策的处理上经常处于一种临时

应对和就事论事的状态，缺少长期的考虑和打算，难以从长远的眼光来发展

中美关系”。③ 于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前期，中美关系进入了“多事之秋”：

从人权与最惠国待遇挂钩，到李登辉访美，再到台海危机，中美双方持续对

抗，险象环生。双边关系陷入 1979 年建交以来的最低谷。 

直到台海危机使中美险些兵戎相见后，华盛顿的主政者才真正意识到改

善中美关系的重要性。1996 年 7 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莱克访华，

宣告中美恢复战略对话。同年 11 月，曾因首次访华大谈人权问题而与中方不

欢而散的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再次访问中国，这一次他的态度有了重大转

① [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体系的三种无政府文化》，载秦亚青主编：《西方国际关

系理论经典导读》，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20-247 页。 
② 需要强调的是，所谓“准盟友”只是学界的一种认识，两国官方从来没有“盟友”或者

“准盟友”的相关表述。相反，早在中美建交之初，美国官员就明确表示：由于两国存在

价值观等方面的根本差异，“除非出现对我们两国共同利益的直接攻击，我们将是朋友，

而非盟友”。参见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72-200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年

版，第114页。中国学者后来也认识到中美两国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合作关系并不是一

种正常的关系，而是在特定条件下的一种特殊关系。参见陶文钊等：《当代中美关系研究

（1979-200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85 页。 
③ 陶文钊等：《当代中美关系研究（1979-2009）》，第 8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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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美国坚信，通过扩展我们在全球、地区、双边等每一个层次上的合作，

将推进我们的共同利益”。① 1997 年开启第二任期的克林顿政府更是决心摆

脱此前 4 年在对华政策上随波逐流的状态，转而追求一种“比较整合、比较

一致、具有明确方向的政策”。② 

1997 年至 1998 年，中美元首实现冷战后的首次互访，标志着两国关系进

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997 年 7 月，新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伯杰致信

中国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主任刘华秋，表示美国希望“使两国关系从单纯的接

触和对话上升为战略伙伴关系”。美国政府发出的这一重要信号得到了中国

政府的重视和响应。③ 同月举行的中美外长会晤一致认为江泽民主席访美“对

中美建立面向 21 世纪的战略伙伴关系具有重大意义”。1997 年秋天，江泽民

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发表联合声明，正式宣布两国“共同致力于

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陪同江主席访美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外

交部长钱其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两国领导人就“努力建立建设性的战略伙

伴关系”达成共识是此访最重要的成果。④ 

对于“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时任美国助理国务卿帮办谢淑丽（Susan 

Shirk）的评价是“为两国关系确定了一个全面定义和框架，从而为未来合作

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则从超越双边关系的层面作了解

读：“这不是一种结盟关系。冷战结束之后，世界正向多极化方向发展，在

这种情况下，各大国都希望建立相应的合作关系。……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

国家，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现在中美要努力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

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有利于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是为了

发展经济、贸易等方面的互利合作”。“我们希望所有大国都能在世界走向

① [美]沃伦·克里斯托弗：《美国新外交：经济、防务、民主》，苏广辉等译，新华出版

社 1999 年版，第 425 页。 
② 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72-2000）》，第 356页。美国知名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在 1995 年就撰文批评“华盛顿的每一个政府机构都在谋求自己的对华政策，

彼此甚少协调”，参见 Kenneth Lieberthal, “A New China Policy,” Foreign Affairs, November/ 
December, 1995, p. 35。 
③ 但有美国学者认为“战略伙伴关系”是中方首先提出来的，美国并不想“走得那么远”。

参见Robert L. Suettinger, Beyond Tiananmen: The Politics of U.S.-China Relations (1989-2000),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3, p. 317。 
④ 《钱其琛接受中外记者联合采访，高度评价江主席访美意义和成果》，载《人民日报》

1997 年 11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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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极化的形势下，建立一种不互相敌对、不互相对抗的新型关系，这有利于

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这可能也是冷战结束后大国之间关系的一种新的

方式”。① 

1997 年 11 月，江泽民主席向党外人士通报访美情况时也指出，建立中美

面向 21 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主旨是不搞对抗，相互友好，加强合作。

这种关系包含三层意思：第一，两国应该是伙伴，而不是对手；第二，这种

伙伴关系是建立在战略全局上的，而不是局部的，是长期的，而不是权宜之

计；第三，这种战略伙伴关系是建设性的，而不是排他性的，更不是为了谋

求霸权。② 国内知名的中美关系专家倪世雄在他的学术回忆录中直截了当地

写道：中美确立的战略伙伴关系就是一种不对抗、不结盟、不针对第三国的

“新型大国关系”。③ 1998 年夏天，克林顿总统应邀回访中国，两国领导人

再次确认了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共识。 

然而，中美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作为探索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

尝试，在实践中并不成功。虽然两国领导人坚称中美战略伙伴关系只是一个

努力的方向，但美国国会和舆论的主流意见是不能接受这个新的定位，认为

日本和韩国才是美国在亚洲的战略伙伴。中美之间分歧非常严重，中国不但

不是美国的战略伙伴，还是美国的战略竞争者。④ 更重要的是，对于如何建

立中美战略伙伴关系，美国政府并没有清晰的路径或者方案。因此，面对美

国国内反华势力的挑战，“战略伙伴关系”显得毫无力量，几乎被架空。⑤ 随

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美国府会斗争、克林顿拒绝在朱镕基访美期间签署中

美关于中国入世的协议、“考克斯报告”、北约空袭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等）

在中美两国都“实质性地瓦解了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这个概念。⑥ 尽管在

克林顿执政的最后一年中美关系有所恢复，但“战略伙伴关系”已经淡出了

① 同上。 
② 转引自翁明：《何谓“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载《世界知识》1997 年第 23 期，

第 5 页。  
③ 倪世雄：《结交一言重，相期千里至：一个中国学者眼中的中美建交 30 年》，复旦大学

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20 页。 
④ 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72-2000）》，第 372 页。 
⑤ 陶文钊等：《当代中美关系研究（1979-2009）》，第 149 页。 
⑥ David M. Lampton, Same Bed, Different Dreams: Managing U.S.-China Relations (1989- 
2000),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p.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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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的话语体系。 

2001 年 1 月，新上台的美国小布什政府正式否定了“中美战略伙伴关系”。

被提名为国务卿的鲍威尔在参议院听证会上对中美关系作了一个新的定位：

“中国不是战略伙伴，但中国也不是我们无法回避和不可转变的仇敌。中国

是一个竞争者，一个地区性的潜在对手，但它也是贸易伙伴，愿意在我们两

国都有战略利益的地区合作，如朝鲜半岛。中国具有所有上述这些特征。但

中国不是敌人，我们的挑战就是要继续让中国保持这样”。① 然而，在合作

解决撞机事件带来的危机后，小布什政府不再片面强调中国是（战略）“竞

争者”，而是认识到“美中关系如此复杂，包括很多方面，所以简单地用一

个词来涵盖是不准确的。这是一个复杂的关系，但也是一个将越来越建立在

友谊和信任基础上的关系、建立在共同努力解决问题基础上的关系”。② 

2001 年 10 月，在美国发生“9·11”事件的特殊背景下，中美元首在上

海举行会晤，确立了“建设性合作关系”的中美关系新定位。小布什明确地

将中国称为全球反恐联盟的重要伙伴。2005 年 9 月 21 日，美国常务副国务卿

佐利克发表了一个关于鼓励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

著名演讲，表明美国认识到 21 世纪的中美关系不同于传统的大国关系。虽然

美国不认可中国是战略伙伴，但为了充实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的内涵，推动

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中美在 2005 年和 2006 年先后启动了高层战略对话和战

略经济对话。 

2006 年 4 月，胡锦涛主席访美，两国元首确定了“全面推进中美建设性

合作关系”的双边关系发展方向。2009 年 4 月，胡锦涛主席与美国新任总统

奥巴马在伦敦举行首次会晤，双方一致同意共同努力建设“21 世纪积极合作

全面的中美关系”。2009 年 11 月，奥巴马总统访华，双方发表联合声明，重

申致力于建设 21 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并将采取切实行动稳步建立

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2011 年 1 月，胡锦涛主席对美国进行回访，双方

在联合声明中除了重申致力于建设 21 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外，还对

两国关系作出了新的定位：“中美致力于共同努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

① 转引自倪世雄：《结交一言重，相期千里至》，第 184 页。 
② 转引自陶文钊等：《当代中美关系研究（1979-2009）》，第 1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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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作伙伴关系”。学者袁鹏认为这一提法给长期处于“非敌非友”模糊状

态的中美关系以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定位，“既是对中美关系过去 40 年的总

结，更是对未来关系发展的展望，成为指导中美关系下一步前进方向的重要

框架”。① 值得注意的是，联合声明中写进了这样一段话：“两国领导人认

识到，中美关系既重要又复杂。中美已成为不同政治制度、历史文化背景和

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发展积极合作关系的典范”。② 在此基础上，构建中美

新型大国关系这一命题的提出也就比较顺理成章了。③ 

综上所述，冷战后中美关系的定位一波三折甚至大起大落。冷战结束之

初，中美关系处于危机管理状态，根本谈不上稳定的关系定位。上世纪 90 年

代后期，两国关系逐步回到正轨，双方领导人还达成了“共同致力于建立中

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共识。然而，这一“超前”的定位并未经受住重

重考验。进入 21 世纪，中美关系急转直下，一度有从“战略伙伴”滑向“战

略竞争者”的态势。直到撞机事件特别是“9·11”事件后，中美关系才峰回

路转，并最终确立了“合作伙伴关系”的新的稳定定位，从而为中美构建新

型大国关系创造了有利条件。中美关系定位在冷战后经历了如此复杂且戏剧

性的演变，确实耐人寻味。 

 
二、为什么中美关系的定位不够稳定？ 

 

冷战后中美关系的定位起伏不定，原因比较复杂。但作为长期拥有中美

关系定位话语权的强势国家，美国的对华认知以及对华战略显然是关键变量。

其中又牵涉美国国内政治的诸多因素，比如总统换届（政党轮替）后可能造

成的两国关系的不确定性等。同时，双边关系的定位还受制于两国关系中的

① 袁鹏：《关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思考》，载《现代国际关系》2012 年第 5 期，

第 5 页。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声明》，中国外交部网站，2011 年 1 月 19 日，
http://www.fmprc.gov.cn/mfa_chn/gjhdq_603914/gj_603916/bmz_607664/1206_608238/1207_
608250/t788163.shtml。 
③ 严格来讲，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与建立“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

并非替代关系，而是互补关系，两者是一个整体。前者以后者为基础，后者以前者为目

标。参见张沱生：《如何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在 2012 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研

讨会上的发言。 
 
40 

                                                        



冷战后中美关系定位演变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 

其他结构性因素。 

在中美关系定位的波折中，尤以中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挫折最引人瞩

目。本文重点讨论中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尝试为什么没有成功。以下分别

从认知、战略和结构三个层面展开分析： 

（一）中美对“战略伙伴”的概念认知存在较大分歧 

据军事专家考证，“战略”（strategy）一词源自西方，是从战争实践中

发展起来的。“战略”本身是一个标准的军事术语，指的是“在国家政策统

领下为赢得战争和军事斗争胜利而谋划并指导未来实施的总体设计和构想。

它是一项具有内在规律性的系统工程”。① 除个别例外，② 深谙“战略”本

源内涵的美国学者和官员更倾向于认定美国与其盟国或者准盟国之间才是战

略伙伴。 

美国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就指出：“真正的

战略伙伴应该具有非常相近的世界观、战略利益、政治制度以及制度化的信

息共享和军事关系。……而中国和美国却持有完全不同的世界观、不同的战

略利益、对立的政治制度，更不存在什么信息共享，军事关系也是可有可无”。③ 

美国另一位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包道格（Douglas Paal）也认为中美“战略伙

伴关系”是一个毫无意义的文字游戏，美国与日本之间才是当然的战略伙伴

关系。④ 

美国政府的高级官员在实际处理中美关系时也竭力避免使外界产生中美

是“战略伙伴”的印象。比如，1996 年 11 月，时任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访

华时在复旦大学发表演讲的原定题目是“美国与中国：建设 21 世纪的战略伙

伴关系”。但就在克里斯托弗到访之前数小时，美方突然通知中方将题目改

① 刘强：《战略的本源内涵与现代寓意》，参见宋德星主编：《战略与外交》（第一辑），

时事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50 页。 
② 中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见证人谢淑丽曾经向中国学者强调：“战略的含义是指中美两

国在重要的国际问题上可以进行沟通和协调，战略并不仅仅指军事防备，它指的是外交政

策上的合作”。参见郝雨凡、张燕冬：《无形的手——与美国中国问题专家点评中美关

系》，新华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60 页。 
③ 沈大伟：《中美战略关系：从伙伴到竞争对手》，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 年第 2 期，

第 52 页。论文的英文版参见 David Shambaugh, “Sino-American Strategic Relations: From 
Partners to Competitors,” Survival, Vol. 42, No. 1, 2000, pp. 97-115。 
④ 郝雨凡、张燕冬：《无形的手》，第 302-30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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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美国与中国：21 世纪的合作”。中国学者分析此举表明克里斯托弗认为

美国与欧日盟国才是战略伙伴关系，与中国尚未达到这一程度。① 小布什政

府上台后，美国更是公开抛弃了中美“战略伙伴关系”的定位。2005 年 3 月，

当中美高层决定启动战略对话机制时，时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资

深主管的迈克尔·格林等人强烈反对使用“战略对话”（strategic dialogue）

这一名称，理由是日本会担心中美战略对话以及“战略”一词带有军事意义，

但中美并非盟国。于是美方改称“全球对话”（global dialogue）、“高层对

话”（senior dialogue)，中方则继续称之为“战略对话”。② 

相对于美国人的教条主义理解，中国对“战略伙伴”的认知已超出了狭

义的军事或者安全范畴。借用“战略”的现代寓意，即从更广阔的视野、更

宽泛的领域和更总体的层面来筹划两国关系的未来。③ 实际上，无论是在中

国还是美国的权威辞书中，“战略”都有广义上的所指“长期和全面计划”，

泛指“重大的、带全局性或决定全局的谋划”。因此，广义上的战略伙伴关

系的重点在于长期和全局两个方面。④ 2001 年 3 月，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朱

镕基在对小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作出回应时就谈到：“美国新政府的一些高

级人士认为，中美双方所确定的面向 21 世纪的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是不对

的，应该改为竞争对手关系……我认为这个问题还需要沟通，关键是怎么理

解战略伙伴关系。我们所讲的战略，就是长期稳定的意思。”⑤ 

2004 年 5 月，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解释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的内涵时，也对“战略”作出了相似的理解：“指双方的合作具有全局性、

长期性和稳定性，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不受一时一事的干扰。”⑥ 

2009 年 11 月，温家宝在参加第十二次中欧领导人会晤时又将“战略性”、“全

面性”和“稳定性”作为一组范畴来阐释：“就是要扩大双方在关乎人类发

① 参见倪世雄：《结交一言重，相期千里至》，第 96 页注释 1。 
② 参见吴心伯：《世事如棋局局新——二十一世纪初中美关系的新格局》，复旦大学出版

社 2011 年版，第 170 页。 
③ 刘强：《战略的本源内涵与现代寓意》，参见宋德星主编：《战略与外交》（第一辑），

第 151 页。 
④ 杨洁勉：《试论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载《国际观察》1997 年第 6 期，第 8 页。 
⑤ 转引自倪世雄：《结交一言重，相期千里至》，第 190 页。 
⑥ 转引自[比利时]德沃伊斯特、门镜：《欧洲一体化进程——欧盟的决策与对外关系》，

门镜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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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进步的重大问题上的共识，深化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交流合作，

排除疑虑和干扰，确保中欧关系沿着正确的轨道持续向前发展。”① 事实上，

中国与现有战略伙伴之间即使有安全合作，大多也只是“增加军事交流、加

强军事合作与增进安全互信，缺乏实质性的安全合作”。② 

这里需要补充和强调的是，中美两个社会总体上的认知差异也对中美关

系的定位产生影响。王缉思和李侃如就曾指出：“美国人普遍认为，信任应

该建立在共同携手解决实际问题的基础上，并且以此来界定。在双边关系中，

美国决策者认为，中国在把中美关系定义为‘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之前，

应该表现出更多的意愿，采取更主动的行动，合作解决诸如朝鲜和伊朗的核

计划、知识产权、气候变化等问题。与此相应，中国人倾向于认为应该首先

明确界定个人、机构或国家之间的关系，或者双方至少应该先做出正式承诺，

之后才可以更好地相互交往，相互配合。因此，中国的官员和外交官煞费苦

心地说服他们的美国同行，要他们预先接受自己挑选的用以定义两国正在争

取的关系的表达方式。”③ 

曾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的苏廷格（Robert L. Suettinger）在他的书

中也“证实”在起草 1997 年中美联合声明的过程中，中国得到了它想要的“战

略伙伴关系”（strategic partnership），美国则相应得到了“致力于建立”（building 

toward）。④ 表面上看，中美似乎确立了共同的奋斗目标，在具体措辞上也是

各取所需，其实是埋下了分歧和冲突的种子。 

（二）中美的伙伴关系战略存在明显差异 

如果追根溯源，“战略伙伴关系”这一外交用语并非中国首创，它原本

是冷战结束后美国用来概括和前苏联国家间的新型关系的。⑤ 学者张煜从国

① 《温家宝：中欧关系要增强战略性全面性稳定性》，新华网，2009 年 11 月 30 日，

http://news.qq.com/a/20091130/000817.htm。 
② 凌胜利：《中国为什么不结盟？》，载《外交评论》2013 年第 3 期，第 27 页。 
③ 王缉思、李侃如：《中美战略互疑：解析与应对》，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 2012
年 3 月，第 39 页。英文版参见 Kenneth Lieberthal and Wang Jisi, Addressing U.S.-China 
Strategic Distrust, John L. Thornton China Center Monograph Series, No. 4, March 2012。 
④ 苏廷格对时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管克里斯多夫（Sandra Kristoff）的采

访。参见 Robert L. Suettinger, Beyond Tiananmen: The Politics of U.S.-China Relations (1989- 
2000), p. 318。包道格持有相似的看法，参见郝雨凡、张燕冬：《无形的手》，第 303 页。 
⑤ Avery Goldstein, “The Diplomatic Face of China’s Grand Strategy: A Rising Power’s 
Emerging Choice,”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168, 2001, p. 846. 转引自姜成：《冷战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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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体系与“伙伴关系”外交的视角出发，从宏观层面对“伙伴关系”外交进

行了学理上的分类：第一类是以“结盟”为特征的“联盟型伙伴关系”；第

二类是以“不结盟”为原则的“普遍型伙伴关系”；第三类是以“制衡对手”

为目的的“对手式伙伴关系”。① 冷战后，美国伙伴关系的应用范围扩大，

不仅指与盟国、友邦的关系，而且有时用于非敌非友的国家乃至防范的对象。② 

具体来说，中国（也包括俄罗斯）虽与美国有广泛的共同利益，美国从

战略层面也需要保持与中国的和平友好关系，但中国“并不是美国希望的真

正意义上的‘伙伴’和朋友，而更多带有‘对手’和‘竞争者’的含义”。③ 

因此，在美国的伙伴关系战略中，中美关系既不属于“联盟型伙伴关系”，

也与一般意义上的“普遍型伙伴关系”存在区别，而处于美国“伙伴关系”

网络最外围的“对手式伙伴关系”。一言以蔽之，中国是在努力与美国结为

真正的“伙伴关系”，但美国却一直很难把中国作为真正的“伙伴”。④ 即

使美国将中国视为伙伴，也只是以经济（包括双边经济合作以及区域和全球

经济治理）为主题，以应对共同挑战为主要任务的“功能性”伙伴，有别于

冷战时代以来美国的经济伙伴与政治安全伙伴高度重叠的传统伙伴关系模

式。⑤ 

由于中国奉行的是无敌国的不结盟政策，因此“伙伴关系”成为中国与

其他国家、国家集团或国际组织关系的主流定位。学者苏浩曾将中国已建立

的各种伙伴关系细分为不同层次，其中与美国的关系属于最核心的战略层次

的伙伴关系。由于中美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存在明显分歧，因此双方必须通过

共同努力，经过“建设性”的过程，才能最终建立真正的伙伴关系。“无论

战略伙伴关系研究》，中共中央党校 2006 级硕士学位论文，第 5 页。 
① 张煜：《中美“伙伴关系”外交的比较研究》，外交学院 2009 级博士学位论文，第 151
页。 
② 参见钱其琛主编：《世界外交大辞典》，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5 年版。 
③ 张煜：《中美“伙伴关系”外交的比较研究》，第 123 页。 
④ 同上，第 149 页。 
⑤ Sebastian Bersick, “Strategic Considerations in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and the Role of 
European Soft Power,” Asia Europe Journal, Vol. 4, Issue 2, 2006, p. 252. 中国学者杨剑用“二

元战略伙伴系统”来描述美国与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大国之间建立的新的伙伴关系。但在

其文章引用的美国官方文件中并没有找到中美是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的表述，相反作者还谈

到美国在新经济伙伴中寻找安全盟友以制约主要挑战国（拉印制中）。参见杨剑：《美国

二元战略伙伴系统的构建与调适》，载《现代国际关系》2011 年第 10 期，第 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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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样的伙伴关系，实质上都具有以下共同特点：（1）新型国家关系而不

是军事结盟；（2）以协商和对话方式和平解决存在的分歧和争端；（3）不

针对第三国；（4）促进各自同第三国发展正常的关系；（5）着眼未来，面

向 21 世纪。这种既非结盟又非敌对的合作伙伴关系，无疑是对冷战时期结盟、

敌视、对抗的国家关系的否定，是一种新型的国家关系”。① 

由此可见，中国的伙伴关系外交以“普遍型伙伴关系”为主，但美国的

伙伴关系战略以“联盟型和对手式”为主，其根本目的是通过“伙伴关系”

体系的建立和发展，充分保障其霸权地位。中国的“伙伴关系”外交是“无

针对性的”、“无敌国的”、“聚合型的”。美国的“伙伴关系”外交则是

“有针对性的”、“有敌国的”、“扩张型的”。② 

（三）结构性因素使中美关系更显错综复杂，进而长期处于“同床异梦”

的纠结状态 

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兰普顿（David M. Lampton）曾写道：“经济和

信息全球化、国际机制和多边国际组织的发展，使美中在同一张‘全球床’

（global bed）上的距离越来越近。但是我们彼此殊异的国家制度、利益、领

导、公众认知以及截然不同的民族性格，又决定了我们两国的梦想在实质上

是不同的。这不仅为冷战后第一个十年的美中关系提供了根本动能（underlying 

dynamic），而且会延续到 21 世纪”。③ 

所谓“结构性因素”，是指“在中美关系中持续稳定地存在并对其产生

重要影响的那些因素”。④ 中美关系中的结构性因素既包含推动两国交流与

合作的力量，也有触发双方竞争甚至对抗的力量，还有一些相互交织的因素。

其中，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尤其引人瞩目。⑤ 它影响、干扰甚至破坏了中

美关系的长期稳定，决定了发展中美关系的限度。同时，它与其他结构性因

① 苏浩：《中国外交的“伙伴关系”框架》，载《世界知识》2000 年第 5 期，第 11-12 页。 
② 张煜：《中美“伙伴关系”外交的比较研究》，第 135 页。 
③ Lampton, Same Bed, Different Dreams, preface, ix. 
④ 王伟光：《结构性因素与中美关系的变迁》，载《美国研究》2013 年第 4 期。 
⑤ 国内学者对中美结构性矛盾的认知比较一致，都认为包括了“崛起国”与“霸权国”的

矛盾、地缘政治矛盾、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矛盾以及台湾问题等。参见王洪涛：《中美结

构性矛盾辨析》，中共中央党校 2007 级博士论文；袁鹏：《结构性矛盾与战略性焦虑——
中美关系的重大风险及其破解之道》，载《复旦国际关系评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5-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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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的复杂互动使中美关系呈现出人们常说的“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坏也坏不

到哪里去”的局面。① 就上世纪末的中美关系而言，虽然两国领导人决心使

双边关系走出低谷，实现再正常化，并为 21 世纪的合作奠定基础，但中美关

系显然还没有“好”到可以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程度。 

从最能体现“战略”本义的中美安全关系来看，冷战后中美安全关系的

发展也是结构性的，双方在安全利益的界定、安全威胁的认知和安全手段的

选择上存在“很多出入，甚至有相互排斥的地方”。② 这就导致中美安全关

系缺乏牢固的战略合作基础，即使中美两国当年提出了“建设性战略伙伴关

系”的构想，但这个构想基本上也是“有名无实”，“理想的成分远远大于

现实的成分”，以至于这个术语后来成为了被嘲笑的对象。③ 站在当前的视

角回顾上个世纪末确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共识的那轮中美元首互

访，可以发现彼时中美的军事关系和安全合作都十分有限，访问的象征意义

恐怕不亚于实际意义。④ 

就“战略”的广义所指而言，中美关系也受制于结构性因素的作用。王

缉思和李侃如在 2012 年解析了中美战略互疑（strategic distrust）的问题。按

照他们的理解，所谓“战略互疑”指的是双方在长远意图方面的互不信任，

即认为“对方国家实现其主要长期目标，是要以本国的核心发展前景和利益

为综合代价的。”⑤ 根据两位作者的分析，中美之间不断增长的战略互疑的

第一个主要来源就是结构性和深层次的因素：两个政体之间截然不同的政治

传统、价值体系和文化。⑥ 即使在共同致力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蜜月期”，

两国对对方的战略意图也是持怀疑态度的。苏廷格就曾援引中国学者秦亚青

的话指出：“也许美国根本没有全球战略或总体战略，但在中国人看来肯定

① 倪世雄、赵曙光：《结构性互动：中美关系 60 年》，载《美国问题研究》2010 年第 2
期，第 15 页。 
② 潘忠岐：《与霸权相处的逻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93 页。 
③ 同上，第 133 页。 
④ 参见 David Shambaugh, The 1997 Sino-American Summit, Asia Society, October 1997, p. 5; 
Robert S. Ross, The 1998 Sino-American Summit, Asia Society, June 1998, p. 19; Jean A. 
Garrison, Making China Policy,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5, p. 150; Suettinger, 
Beyond Tiananmen, p. 325。 
⑤ 王缉思、李侃如：《中美战略互疑》，第 5 页。 
⑥ 同上，第 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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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它的名称可能不叫大战略，但一定有一个对付中国的大的计划。由此观

之，美国是不是真的有这个战略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旁观者看来是有的”。① 

 
三、对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启示 

 

虽然 1997 至 1998 年的中美元首互访和两国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

的承诺没过两年就成了“家庭相册中的老照片”，② 但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中美关系定位的波折特别是由“战略伙伴关系”定位产生的经验教训，对于

如今两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仍然具有启示作用。 

第一，不能对中美关系的定位作简单的“标签化”处理。冷战后中美关

系的曲折发展表明，准确定位中美关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很难简单地用

“朋友”、“伙伴”、“敌手”等传统概念来界定本身十分复杂的中美关系。③ 

加上中美对“战略伙伴”这个概念存在较大分歧，那么就更不必执著于某个

特定的词汇。从这个角度来看，“新型大国关系”这个概念本身就极具开放

性、创造性和灵活性。 

需要强调的是，国家间关系定位的表述固然体现了彼此的战略认知和关

系的紧密程度，但也不能仅仅拘泥于字面的含义。④ 相比“建设性战略伙伴

关系”，“建设性合作关系”和“合作伙伴关系”似乎是明显的倒退。但是，

进入 21 世纪以来的中美关系总体上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是更稳定了，还

是更动荡了？是更重要了，还是更边缘化了？答案是不言而喻的。换言之，

对于中美关系的性质和定位，既要看“名”，也要看“实”。 

第二，要重视两国在相互认知上的差异，做到知己知彼。构建中美新型

大国关系是中方在中美关系定位中重新树立话语权的一项重要尝试。尽管“新

型大国关系”的表述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美国领导人和官员的讲话中，但两国

① Suettinger, Beyond Tiananmen, p. 421. 
② Lampton, Same Bed, Different Dreams, p. 63. 
③ 倪世雄、赵曙光：《结构性互动》，第 2 页；Suettinger, Beyond Tiananmen, p. 306. 
④ 对于“战略伙伴关系”的概念内涵和实际作用，国内外均有学者撰文表示困惑。参见杨

洁勉：《站在新起点的中国外交战略调整》，载《国际展望》2014 年第 1 期，第 12 页。

梅-布里特·斯图鲍姆：《中欧的战略伙伴关系概念分歧：欧方视角》，载潘忠岐等：《概

念分歧与中欧关系》，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第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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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个新的定位中美关系的框架还存在认知差异。相比中方强调相互尊重，

美方更强调规则意识，“希冀利用其规则主导权来约束和引导中国的行为”。① 

比如，在 2014 年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前夕，美国国务卿克里在接受中国

中央电视台专访时尽管承认新型大国关系是一个“好的概念”，但随即强调

中国承认全球规范、商业标准和国际行为标准的重要性。② 在对话的开幕式

上，克里进一步指出中美新型关系是由“行动”（中美的共同抉择）而不是

“言辞”来定义的。③ 言谈间颇有些美国要对中国“听其言，观其行”的意

味。从近年来中美在钓鱼岛管辖权、东海防空识别区、南海航行自由等问题

上的激烈较量可知，美国对华认知具有高度连贯性。 

第三，要运用底线思维，力争中美关系的主导权，做到有备无患。冷战

后中美关系定位起伏不定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美国国内对此缺乏足够的共

识，这个问题甚至成为美国国内政治斗争的工具。用苏廷格当年的话来说就

是“除非中美能就双边关系中的‘战略’定义达成一致，并兜售给各自国内

的听众，否则两国只能接受一个事实：中美现在不是，将来也不会是战略（伙

伴）关系”。④ 

作为一项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事业，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目前在美

国国内也还没有形成普遍共识。⑤ “事实上，只有获得牢固深厚的社会和民

意基础，才能拥有更多参与者和支持者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构提供不竭

动力，否则两国的努力很可能在激进民族主义的冲击下化为泡影”。⑥ 中国

应当认识到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不可能一帆风顺，也要做到凡事作最坏的准

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 

 

 

① 吴心伯主编：《中美关系战略报告 2013》，时事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5 页。 
② John Kerry, “Interview with Wang Guan of CCTV,” U.S. Department of State, June 30, 2014,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emarks/2014/06/228904.htm. 
③  John Kerry, “Remarks at the Sixth Round of the U.S.-China 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June 9, 2014,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emarks/ 
2014/07/228910.htm. 
④ Suettinger, Beyond Tiananmen, p. 421. 
⑤ 吴心伯主编：《中美关系战略报告 2013》，第 5-6 页。 
⑥ 张新平、杨荣国：《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研究述评》，第 6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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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束 语 
 

2014 年 7 月，习近平主席在接见来华出席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

第五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的美国国务卿克里、财政部长雅各布·卢时指

出：“中美建交 35 年来，两国关系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经验教训弥足珍贵、

值得记取。”① 

从冷战后中美关系定位的演变来看，至少有以下经验教训可以为中美构

建新型大国关系提供参考：第一，中美关系“既成熟又复杂”，② 不能用简

单的标签化方式来定位中美关系。第二，中美之间存在诸多结构性矛盾，这

就要求两国加强全方位交流，尝试换位思考，开诚布公，从而逐步缩小认知

差距，减少误判。第三，中美应努力照顾彼此核心关切，以实际行动取信于

对方，从而不断累积战略互信，夯实合作基础。最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并

非中美关系的现实，而是一个两国共同奋斗的目标，因此对新型大国关系面

临的困难要有足够的估计。总之，我们要注意记取经验教训，避免重蹈上世

纪末中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覆辙，力争使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成为未来中美

关系的新常态。 

 

[收稿日期：2014-10-22] 

[修回日期：2014-12-24] 

[责任编辑：樊文光] 

①《习近平会见美国国务卿克里和财长雅各布·卢》，中国外交部网站，2014 年 7 月 10
日，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iliao_611306/zt_611380/dnzt_611382/dlldwl_668260/t1 
173251.shtml. 
② 倪世雄：《一种既成熟又复杂的双边关系——纪念中美建交三十周年》，载《美国问题

研究》2009 年第 1 期。 
 

49 

                                                        


	一、冷战后中美关系定位的演变
	二、为什么中美关系的定位不够稳定？
	三、对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启示
	结 束 语

